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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差异化教学是尊重学习者个体差异，推进个性化教学的重要手段。传统的差异化教学形式，主要由教学常规、惯习和经验驱动，其成效和影响一直停留在预设的假想空间中，缺乏来自实践的支持。数据驱动的决策范式由于切合目标指引、反馈调适以及持续干预等教学理念，逐渐成为差异化教学领域的理想范式。然而当前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由于教师差异化教学技能的缺乏、旧有经验的桎梏以及追求公平抑或效率的价值观影响，还存在误将能力分组等同于差异化教学、易陷入“形式差异”与“自动差异”的窠臼等问题。为确保教学决策的效果，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应在数据筛选、标准预置、价值判断、规则制定过程中，遵循从经验和直觉走向规范和客观的基本逻辑，尽量排除教师主观偏见的影响。这需要在行动上通过完善培育机制、构建支撑体系、促进公平与效率的动态平衡，以及加强效果评估等构建支撑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施展的长效机制，以保障差异化教学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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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正如世间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学习者都是不同的个体。学习者差异可以表现在准备程度、学习风格、成就动机、个人兴趣、知识经验和生活环境等多个方面（陈仕向，2015），在类型上又可分为个体间差异（不同个体之间的差异）、个体内差异（个体不同于他人的特质）、阶段间差异（发展和成长过程中生理和心理表现出的阶段性特征）和群体间差异（不同的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学校和社会环境）（杭州市天长小学差异教育实验组，1999）。学习者之间的异质性（差异性）是绝对的，而同质性只是相对的。这种差异的存在，正是中国教育两千多年来对“因材施教”不懈追求的原因。
从公平、全面理念来看，尊重学习者个体差异，推进个性化教学是教学改革的必然使命，也是教师教学决策的最终旨归。学术界普遍认为学习者的差异可以是一种教学资源，但具体如何应对和利用差异却是教师面临的重大挑战（薛欣晨等，2017；管锡基等，2021；胡姣等，2021）。21世纪初，美国学者卡罗尔·汤姆林森（Tomlinson，2001）率先提出了“差异化教学”的定义，即教学要确保学习内容、学习方式与学习者的准备水平、兴趣等相匹配。这一教学理念认为：当学习者的个体学习水平得到相应支持，或者课程与学习者真实的生活经历相联系，或者课堂创造一种让学习者感到被重视和被欣赏的环境时，学习者的学习效果更好。学校的根本使命就是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学习者的潜力，从而使所有学习者都不断取得进步。实施差异化教学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要求和路径（Pettig，2000）。
尽管教育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已经充分认识到开展差异化教学的必要性，但学校教育一直没有很好的办法来推动。传统的教学常规、惯习和经验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其成效和影响一直停留在预设的假想空间中，缺乏来自实践的支持。教师如何识别学生的个体差异？如何根据这些差异来作出决策？数据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哪些支撑作用？哪些是似是而非的经验套路？哪些是已经验明的分析逻辑？学校教育需要构建何种稳固的机制来践行这一行动准则？这些疑问随着教学决策逐步走向以数据为支撑的科学、客观和实证范式，需要得到进一步阐释和破解。
二、差异化教学决策现状
1.能力分组与差异化教学
针对学习者的差异，一线教师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继承沿袭，形成了一套以分组、分层和分化为主的经验性教学决策的策略，这一思路逐渐演化成了教师差异化教学决策的固有惯习。其中，分组教学作为差异化教学的一种典型形式，已被广泛应用于中小学课堂。近年来围绕能力分组相关问题的学术讨论不绝于耳，但其适用条件和注意事项尚未引起一线教师的广泛重视。教师往往出于思维惯性在教学中不自觉地采用了分组策略，并认为自身在践行差异化教学。然而，差异化教学并不等于能力分组。
能力分组通常根据能力、年龄、学科内容和专业项目（拔尖或卓越能力、特殊教育、母语类别等）对学生进行分组，如将学习者分为表现不佳学生组（扩展教学组）、表现一般的学生组（基本教学组）和表现较好的学生组（缩短教学组）。这种操作同差异化教学在本质上是有区别的，主要反映在对能力及其发展的基本看法、用于规划课程和教学的数据更新频率以及实际发生差异的时间和方式，以及使用差异化策略的多样性上（具体如表1所示）。能力分组的逻辑通常体现在对学生能力和状况的固定认知上，而差异化教学超越了对学生的简单分组，需考虑课程内容、节奏和呈现方式对不同技能水平、学习风格和学习兴趣等个性化需求（Tomlinson，2014）的支持。因此，能力分组只是差异化教学方法的一种。差异化教学还包括调整学生接受教育和掌握课程科目的时间，改变课程教学材料以及教学指导策略、方针、系统、模型、框架和工具包等。
表1　能力分组和差异化教学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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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能力分组一直是一种有争议的做法，因为相关研究并没有具体说明在不同的小组中教师的指导策略是如何发生变化的，也没有探讨学生分组对教师的成就期望、偏见以及教师的惯性或成长心态可能产生的影响（Gamoran，2011）。能力分组的有效性取决于教师是否将教学小组的组建过程建立在各种数据资源（不仅仅是成绩数据）基础上，即分组所教授的技能、分组构成的灵活性、学习材料和学习时间都因组别而异。此外，出于教育公平和伦理的考虑，任何时候一个分组的成功都不应以其他小组的失败作为代价。教师基于经验而不是基于学习者实际表现水平所作出的分组决定，可能导致扩展教学组遭遇低期望、低要求的教学，从而得不到补充教学的机会，进一步削弱他们的学习表现。而且，年幼儿童被安排在低能力小组的时间越长，就越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因为他们可能会在展现自己的潜力之前被贴上“能力低下”的标签。而能力强的学习者也可能因为无差别的教学从而失去学习兴趣。
另外，教师会根据自身所追求的目标不同，选择不同的差异化教学策略，而这种选择往往与他们对学生能力以及相应学习目标的个性化感知有关。旨在追求学习者群体发展的教师主要关注所有学生是否一起达到最低的成绩水平，这意味着他们会将额外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成绩较低的孩子身上，以便其达到最低的测试水平，即使这是以牺牲能力较高的孩子的发展为代价。而以学习者个体发展为目标的教师主要关注如何帮助所有孩子发挥自身最大潜力，这意味着教师会在能力较低和能力较高的学生之间分配注意力。教师针对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或群体拟定适合其发展的目标，这可能会进一步扩大能力较低和能力较高学生之间的差距。
2.基于经验、直觉的“形式差异”与基于技术的“自动差异”
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基于数据的差异化教学决策呈现出明显的程序化特征。林恩·福斯等（Fuchs et al.，1998）曾提出两种基于数据的决策类型：常规调整和专门调整 。常规调整是指课堂一般性的教学变化，如座位或分组安排、目标设定和课堂材料选择等。而专门调整是指根据学生的表现数据对课堂教学本身的调整，如引入新的教学策略来解决学生在概念理解上的困难等。大多数教师只使用常规调整来定义教室范围内的数据使用，很少用这些数据来调整他们的教学方法。总体来看，获得数据反馈后，教师的主要反应是不改变授课方式（Wachen et al.，2017）。教师通常认为数据更多报告的是学习者成绩之间的对比状况，并不能指明学习者认知理解上的误区和难点。因此，他们倾向于采用与上一次教学相同的方法来教授下一个主题或概念，或者按照惯例指派学生进行同伴互助辅导。这种以经验和直觉作为主要支撑的形式化的差异化教学决策思路，因为缺乏依据、不够客观和比较随意，在教学中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
而以智能分析技术为核心的各类教育平台在差异化教学效率上迈出了一大步，系统可以及时分析学生的学习情况，生成学生个体的阶段性学习分析报告和错题集，并针对其存在的薄弱环节，推送个性化的教学资源。当前，这种自动推送功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和教师教学分析的问题，但智能平台的设计逻辑仍存在着一定的教学公平和伦理考量缺陷。首先，基于算法的内容推送逻辑、数据采集维度和价值评判标准仍然是由过往的人工经验预设的，并不会随着学习者发展和教学情境的变迁而有所改变，通常不具有扩展性、动态性和创造性，也就无法解决学习风格及时甄别和过程路径动态适应的问题。其次，自动分析的结果仍然需要教师作出决策判断。譬如，通过系统统计发现某道测试题学习者正确率较低（10%答对），教师因此决定采取重复讲授策略，这一选择无可厚非；但对于正确率较高（95%已过关）的题项是否就意味着无需重复讲授？这些个别错误的原因是否需要进一步收集？倘若不采取进一步的改进措施，那对于少数比例的学生是否公平？因此，如何处理人机协同背景下的差异化教学决策，将是当前智慧教学环境下教师面临的新课题。
三、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症结
1.差异化教学技能的缺乏
实施差异化教学对教师来说并非易事。教师面临着时间、材料、物理空间和人员等方面的障碍（Roiha，2014）。同时，教师也缺乏相应的差异化教学技能。通过多年的实践探索，教育理论界已经达成共识，学生在学习准备、学习兴趣和学习状况方面的差异可以通过建立学习团队，制定高阶学习目标，开展持续评估、反馈教学、灵活分组和强化任务等方式解决（Tomlinson，1999）。数据驱动的决策（Data Driven Decision Making，以下简称DDDM）由于比较切合目标指引、反馈调适以及持续干预等教学理念，逐渐成为差异化教学领域的理想范式。DDDM主要是指使用数据为教育决策提供信息的过程，它假设教师在课堂上将产生基于数据的差异化教学实践，这些原始数据可能会因为教师个体的情况和判断指向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而教师一旦作出并实施了基于数据的差异化教学决策，就可以收集新的数据来评估这些行动的有效性，从而形成支持决策的数据收集、组织和综合的连续循环，进而不断提高学生的成绩。需要强调的是，作为决策过程的一部分，数据必须转化为可用的知识，即数据需转化为可操作的步骤，才可能超越数字及其统计属性，产生持久的教学效果（Mandinach et al.，2008）。在课堂上实施教学调整计划是DDDM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具挑战性的一步。DDDM实施的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步的执行质量，它要求教师能够根据学生进步状况和学生需求变化来调整他们的教学（Visscher，2016）。而如何根据学生之间的差异表现进行差异化教学对许多教师而言都是棘手难题。教师往往能够较好地使用学生评估数据衡量学生的理解水平，但却较难使用这些数据调整后续教学。因为知道如何解释和分析数据，与知道如何用数据改善课堂实践，是教师专业发展中两个不同的技能集。大多数面向教师的数据应用培训只教授教师如何访问数据管理系统或如何对数据进行操作加工，鲜少涉及教师如何利用数据进行差异化教学等问题。相关培训项目一般假设教师在课外发展这些数据操作技能，其课堂行为也将随之发生变化（Desimone，2009）。实际上，教师在课堂上开展差异化教学远比理论设想得更复杂。在决策过程中，教师需要将数据与专业知识、教学经验相结合，将其转化为改进教学过程的具体知识，从而做出具体的教学方案和行动计划。这一过程取决于教师基于数据的内容知识储备、决策逻辑以及相关教学反思和调整能力，而这些都是当下数据时代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2.旧有经验的桎梏
数据的使用若要给学习困难学生带来有益的效果，前提是数据既要用于识别其学习的难点，也要用于教学的及时调整，即使用相关的诊断数据为教学指导和教学决策提供信息（Stecker et al.，2005），否则，教学实践就不会有所改变。同样，如果DDDM没有导致更多基于数据的差异化教学调整，即便披着数据驱动的时尚外衣，其数据应用也不能真正解释潜在的学生成绩变化。有学者认为，在主要遵循经验的“小数据”时代，教师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如“刻板印象”“固执已见”等偏颇与狭隘的经验，促使其处于偏颇与封闭的状态，呈现出“茧式化”的态势，即因维护旧有的经验而走向僵化、独断（邹逸等，2018）。教师经常使用不完整甚至错误的数据去解释和理解学生，依赖经验而不是标准化测试结果对学生知识进行评估。因此他们往往低估了学生的能力，且将基于数据的教学调整都集中在最困难的学生身上，并将他们的教学目标定位在低于学生能力的水平（Timperley et al.，2003）。一些教育问责情境也容易导致教师将注意力集中在“泡沫学生”身上（处于测试分数临界线附近的学生）和缩小课程教学范围（Booher-Jennings，2005）。并且，在对数据的相关解读过程中，教师总是从发现课堂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开始，专注于那些被证明具有挑战性的项目或内容，然后转向个别学生，或者相反。此外，由于对教育公平理念的误读，教师还经常被要求以“一致”的方式分析数据，如注重学生中等学术能力的培养，据此采用“一刀切”式的教学方式。他们往往不自觉地忽视学生的个体差异，采用统一的内容与进度、标准与要求、测试与评价以体现教育公平（王宽明，2021）。
3.公平还是效率的价值观导向
从差异化教学的起点来看，任何教学决策都应建立在对学生相关数据的全面分析基础上。但现实中，学生的很多心理和情感内隐因素无法得到全面侦测，出于教师精力和教学效率的考虑，课堂中的数据采集和分析维度大多只能采取折中的方案。从差异化教学的最终目标来看，它不是单纯地接受或容忍差异，而是要实现由差异到个性的转变。而理想的个性化学习需要有精心准备的学习资源、个性化的学习路径以及针对性的学习指导，这需要教师非常熟悉学生的需求、能力和兴趣，并能够据此作出精准的判断。就目前班级授课制现实而言，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化教学还比较难实现，分组和分层还停留在学校大班教学小班化，集体教学个性化的现实选择。再从学习结果或标准的角度来看，分组教学倾向统一标准的达成，而分层教学则更倾向教学结果的个性化，即分组重基础、讲公平，分层重提高、讲效率。教学决策到底是侧重公平还是追求效率，不同教师对此观点不一，亟待教师由经验和直觉决策逻辑走向规范和客观的实证逻辑，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教学的实际做出取舍，并努力保持教学调整的动态平衡。但无论教师如何决策，都应确保学生达到教学的基本目标，而且应尽量促进其个性化发展。
四、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逻辑
如前所述，基于经验、直觉的“形式差异”和基于技术的“自动差异”在教学决策逻辑上都存在一定的缺陷。二者虽有着差异化教学的形式外壳，但未能体现差异化教学所追求的个性化实质。近年来，DDDM的理论和实践研究在不断增多，其逻辑假设是希望凭借数据的客观、理性和直观等特性来实现科学精准的差异化教学干预。但相关研究显示：一方面，教学决策不可能完全由数据驱动，教师对学生成绩和课程标准的感知以及他们自己的经验和信念体系在开展教学决策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Vanlommel et al.，2019）。另一方面，尽管DDDM在提高学生成绩方面被赋予很高的期望，但其实际应用效果却没有定论 （Hamilton et al.，2009）。目前为止，我们仍旧不知道实际情境中教师选择数据的标准和作出判断的依据。在系统回顾DDDM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笔者从教师数据应用的一般认知过程出发，提炼和总结了教师所使用的教学决策逻辑，具体如下。
1.数据筛选
DDDM需要的不仅仅是有效的数据基础设施、数据的可访问性和数据使用的文化，它还需要确保数据的相关性。如果没有提供具有相关性和诊断性的数据，教育者最终可能淹没在数据之中，而不是被数据驱动。图1展示了在评估数据相关性以及识别诊断和非诊断数据时可能考虑的因素（Gill et al.，2014）。不同类型的数据与教育系统不同层次的决策相关。对于每一级决策者，数据的相关性取决于数据与学生、教师或教学项目的关联程度，以及数据更新和交付的频率、详细程度或聚集程度等。例如，教师通常需要细粒度的学生数据来诊断学生在特定技能方面的水平，并且只有快速掌握这些数据，他们才能据此调整教学策略。随着教学决策者决策范围的扩展，分析数据并得出有效决策推论的难度也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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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评估数据相关性和诊断性的要素
数据筛选的逻辑除了相关性外还应强调适切性。各种形式的DDDM都可能是合适且有用的，选择的标准在于教学的目的和可用的资源。在DDDM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可以利用从简单到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数据，但简单的数据往往不够全面，通常只能说明相关主题的某一特定方面。相比之下，复杂数据往往更加多维，通常由两个或多个相互交织的部分组成。决策过程中数据的选择可以呈现出从简单到复杂的连续变化，体现在时间框架（一个时间点的数据和趋势数据）、类型（一种或多种类型，如输入、过程、结果和/或满意度数据）、来源（一个或多个来源，如来自多个个人或角色群体的数据）、功能角色（次要数据与主要数据）和详细程度（汇总与非汇总数据）等多个方面。同样，基于数据的分析决策也可以呈现出由简单到复杂的逐渐深化过程，体现在解释的基础（使用假设和经验证据）、对知识的依赖（基础内容/专家知识）、分析类型（简单的如描述性分析，复杂的如增值建模）、参与程度（个人/集体）和频率（一次性/迭代）等方面。在具体情景中，教师可以根据需要选择相应数据以及分析程序来达到具体的解释目的。
2.标准预置
教师解释数据的过程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他们对特定学生背景及先验知识的了解、学生相较于同龄人的表现、学生在特定评估中的位置以及教师对内容难度的看法等。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教师隐性“阈值”的形成。阈值是教师确定学生个人表现是否需要在后续作出教学反应的标准，有助于教师形成对学生进步的总体评价，作出教学调整决定，解决把重点放在哪里和谁身上的问题。在从分析评估转向计划教学的过程中，许多教师专注于寻找具有挑战性的特定测试内容及项目。教师会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决定是否采取复述性教学或额外补充性练习。莱斯利·纳佰斯·奥拉等（Oláh et al.，2010）发现，教师主要使用评估结果来验证他们关于学生优缺点的看法。教师通常会为学生的表现预设自己的心理门槛（即阈值），当绝大多数学生在某一特定的评估中表现较好时，教师的心理门槛也会随之向上调整。课堂上教师就会将注意力集中在“熟练掌握”的学生身上，试图进一步提升他们的掌握程度。因此，阈值是形成性评估中理解和行动之间的关键联系。它是一种认知机制，教师据此对数据进行解释进而触发决策。
教师进行教学推论时，可能基于个人标准（主观印象），也可能基于理性的数据分析（预定义的标准）。如果教师作出推论的方式主要是基于情感启发（一种心理捷径，情绪反应允许教师作出感觉良好的决定，并且往往被默认为是正确的决定），那么即使数据是客观的，但作出的决策也可能因人而异。例如，一个学生在考试中取得了60分的成绩，如果教师认为他的成绩只是“侥幸”通过，那么教师在后续教学中就可能会对相关学习内容进行重复教学或补充性练习；而如果教师认为该成绩体现了学生的真实水平，达到了掌握目标，教师则可能会开展下一阶段的教学。而且，教师的期望也可能会导致认知偏差。因此，在数据感知过程中需要明确教师的预定义标准（Kahneman et al.，2005），确保教学决策得到理性数据分析的支持，而不是基于主观信念。
3.价值判断
教师对数据的收集并不会像预期那么合理，即使数据是理性收集的，同样的数据对不同的教师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含义。教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个人信念对理性收集的数据进行解释。当教师总是试图使用数据确认他们的单方面假设而不是寻找替代解释时，当他们的结论基于有限的数据集时，当他们的解释很大程度上受到个人信念的影响时，这些判断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决策。因此，有必要对教师的数据收集和使用过程进行可靠性判断。这其中，常用的方法是三角测量法。
三角测量法是使用多个数据源来协同确认一个特定问题的过程，目的是减少教育评估偏差和测量误差。学生不能也不应该被一个数据点或一次测试概括，教师需要更多信息来理解学生，进而设计教学步骤来帮助学生。三角测量法使用多个数据源来测试和确认数据的可靠性，以便对学生的学习需求作出合理的推断。基于教育公平的考虑，对于学业表现不佳的学生，教师应该对其相关背景信息（如无家可归、寄养、逃学、欺凌和其他等）进行跟踪调查以了解产生这种结果可能的原因。同样，教师也需要及时掌握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数据，以弥补自己教学技能的不足。当多个数据来源都显示出学生的某种特征时，教师可以更有信心地作出决策；相反，当多项数据表征结果冲突时，教师就需要仔细观察，分析原因，慎重作出决定。
除了可靠性检测之外，教师还需对数据进行意义判断，即从数据当中提取可供决策的信息。这种判断过程需要超越数字的统计属性来理解它们的意义。教师只有将数据放在特定的内容领域内进行解释，才能体现其意义并与后续的教学实践相联系。建立这种联系需要教师整合他们在教学活动中的教学内容知识（Shulman，1986），以及如何使用数据及教学来影响课堂实践和学生表现的知识。内容知识是指教师对特定领域或主题的理解，而教学内容知识则是指教师在内容领域应用教学知识的能力。在提取数据意义的过程中，教师将特定内容领域的教学知识以及他们对学生如何更好地学习这些内容的理解，转化为教学行动。例如，教师在讲授分数的概念时，可以通过布置形成性练习来收集数据以帮助他识别学生的理解状况；也可以将学生成绩数据与出勤、行为数据进行对照，以确定哪些学生错过了他已经讲授的相关课程；还可以利用其对数学固有主题内容的理解，澄清学生在练习和解答过程中的问题，并为学生提供额外和补充性的课堂活动，帮助他们重新理解和思考相关学习内容。
教学数据、内容知识、教学内容知识存在三种数据意义判断过程（见表2）。需要说明的是，无论采取哪种方式，教师都需关注相应数据收集及其教学发展变化状况。教师可以通过将数据使用融入整个教学循环与改进过程当中，不断审视数据变化与内容、方法之间的映射关系，从而实现将数据转变为可操作性知识。
表2 　三种数据意义判断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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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规则制定
在确定数据的来源渠道、判断标准和意义价值之后，教师需要根据数据的动态变化规律制定具体的决策规则。当教师使用DDDM等干预形式进行教学数据监控时，通常通过采集学生基线的数据点（一般需要3个），并根据其相应表现，预测学生在接受差异化教学后的表现。教师可以通过将预期每周增长率乘以教学周数，然后与学生的平均基线表现相加，计算出学生在干预结束时应达到的结果目标，其公式如下：目标＝基线＋（目标比率×教学周数）。为了更加直观地比较学生的进步与预期的增长，教师可以采用图表的形式显示数据的变化趋势，具体实践当中可以采用包括斜率法、下方点数法和标准掌握法等多种方法，如表3所示（Ardoin et al.， 2013）。
表3　基于图表的决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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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斜率法为例，教师可以根据学生图表上显示的增长率，确定学生的掌握情况，从而决定是继续使用当前教学方法，还是调整教学或增加目标。针对不同的数据模式（数据变化情况），黛安·布劳德等（Browder et al.，2011）曾提出一个教学决策框架，教师可据此选择适当的教学决策方向（如表4所示）。
表4　基于数据模式的决策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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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说明的是，教师可以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境，采用多种数据监测规则，来设定多种类型的决策框架（教学分组、互动、活动、重难点、策略和任务等）。这些精细的决策规则将为个性化教学提供更为可靠的逻辑保障，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仍需要通过DDDM循环迭代的形式不断修正和调整，以不断提升教学决策的精准性。总之，通过数据的直观、计算和逻辑特性，我们可以清晰地了解教师的教学推理和判断过程，也可以更细致地理解有效差异化教学的基本决策过程。
五、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长效机制
开展差异化教学实践并最终实现个性化教学，是教育几千年来不变的理想。在当前班级授课制的现实前提下，为促进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实践科学、精准和有效地开展，我们不仅需要从学理上明确其应遵循的逻辑，还需在行动上构建支撑其施展的稳健机制。这就需要一线学校在人员素养、资源配套、理念贯彻和成效评价等方面形成一系列的切实举措，保障差异化教学行稳致远。与此同时，这一过程还需处理好集体协同与个体探究、培训与实践、公平与效率、行政督促与教学自觉等几方面复杂的教学实践关系。
1.完善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培育机制
考虑到教学的复杂性和数据理解的多样性，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通常是一项需要经特别训练和相互借鉴才能掌握的复杂技能。当前，学校应将其纳入正式持续的教师专业发展计划当中，采用专家示范、案例分享和专题培训等形式加以培育。与此同时，数据应用具有典型的情境性特征，学校还应努力营造一种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实践文化，围绕使用数据为教学调整提供决策信息等核心议题，开展各类基于学科教学主题的研讨和协作，以此来推动数据应用真正成为教师改进教学的文化，而不仅仅是将其作为一种提高学生测试成绩的工具。针对具体如何推动教师之间的协作的问题，因为数据本身就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或愿景，将数据应用倡议与专业教学协作相结合，不仅可以为教师们提供相互学习数据分析技能和体验数据使用艺术的机会，还可以支持其相互之间进行数据思想和策略的深度交流。一线学校需要固化这样一种数据时代的教师专业发展形式，相关实践研究业已证明了一些在实践中非常有效的数据协作组织形式及流程，如数据教练（Wayman，2005）、数据对话（Wachen et al.，2017）和数据团队（Mandinach et al.，2021）等。这些研究同时表明了教师数据应用的建构性特征，即如果允许教师们一同进行协作学习和工作，数据的使用将更有可能成功，进而有助于促进更深层的协作。
2.构建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支撑体系
随着班级规模和学生多样性的增加以及相应资源的减少，更多差异化教学障碍也会浮出水面，如教师对差异化教学过程的不适应、管理差异化教学活动的难度、缺乏差异化教学研讨时间以及无法满足特殊学生的个性化需求等。只有给予教师更多的支撑举措，才能真正推动差异化教学落地。其中，时间往往是第一位的资源。缺少时间是教师数据使用面临的最大挑战。提升教师数据意识，安排教师参与课外专业发展学习和协作计划，进行教学实验和数据分析，实施不同类型的教学评估，开展数据驱动的教学决策及反思等，这一系列教师研修环节都需要时间的保障。此外，如果团队没有固定时间研讨数据应用过程中产生的冲突问题，寻找和评估不同解决方案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相应的教学决策将会变得越来越拖沓、保守和无效。
当前，通过开发智能化系统来协助教师开展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是解决时间短缺问题的主要思路。玄金查（Cha，2013）提出支持教师开展差异化教学的工具需具有5个基本特质：（1）能在早期阶段分析学生的特点和需求；（2）能根据教师对学习者目标、资源和策略的评估，设计一个规定性的教学方案；（3）能管理大量相关数据，包括学生特点、需求、课程目标、策略和评估要素等；（4）能持续进行学生学习兴趣和成绩方面的评估，以便不断提供教学反馈；（5）能尽可能地分享好的教学方法和范例。平台建设若想更好地支持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也需实现上述功能。目前各类教学大数据管理平台已经可以实现随时记录学生认知、态度和情感等个体数据，持续更新学生的个人需求，并据此制定个性化教案。教师也可以通过分享学生及教学信息，形成教研团队。这种通过网络技术构建的差异化教学决策机制，不仅大大减轻了教师在数据收集和处理环节所消耗的时间和成本，也为教师提供了关于学生进步的实时反馈，解决了教师对不同类别和渠道学生信息的认知冲突问题，同时也为差异化教学常规化实施奠定了实践基础，使得差异化教学精准调适逐渐成为可能。
3.促进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
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其实施成效不是建立在一次数据采集和一次决策实施基础上的，而是需要随着时间、情境和内容的变化，呈现进阶的趋势变化，不断调整教学决策思路，从而实现教学决策公平和效率的动态平衡。因此，教师在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活动中要避免对学习者进行“差别对待”，使其能力被标签化。应审慎处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发展“隐性调整策略”，采用包含同质能力分组（倾向于有针对性的技能干预）、异质能力分组（倾向于寻求同伴支持）以及作业和活动分组（以不同的进度完成相同的课业或完成不同难度的作业）在内的灵活多变分组策略。同样，相应的分组决策依据不应仅仅停留在学科测试成绩基础上，还可以根据内容、主题、知识或技能进行灵活调整，建立学习者可接受的分组及作业和活动规则，以此来减少因为单一维度分组给弱势学生带来的问题。此外，教师还需要提供适应性的教学指导策略，方便在不同的教学小组之间进行灵活切换，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改变教学风格、内容和节奏，以弥补分组对不同学生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如落后小组可能因抵触而掉队，拔尖学生可能会因为小组内的无差别教学而失去学习兴趣等。教师可根据学习者的自身特点，为其分配不同的学习活动任务和角色，以此激发其学习的参与度，提升其自身成就动机。
4.加强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决策效果评估
当前，各类打着“全面”“个性”和“精准”字眼的教育数据应用行动铺天盖地，但其实际价值和评判标准却鲜有人提及，也很少有研究真正去评价教师教学决策变化的频率、幅度和间隙，以及由此产生的差异化教学对学生学习的实际影响。针对教师的差异化教学决策实践，我们应坚持“绩效与发展并重”的原则，把促进学生全面而富有个性的发展作为教学评价的核心标准，对其实施的理论原理、决策逻辑和应用效果进行全面评价，以了解其实际成效。传统的差异教学评估方法主要以课堂观察为主，主要涉及学生学习目标、时间、材料、进度、评价和作业差异等内容（Van de Grift，2014）。这一方法主要从教学设计和学生反应的角度，在课前、课中和课后建立多个观测点，建构课堂观察框架，着重观察学生的学习状态、人际关系、认知状况和学习策略，以此评判教师教学的针对性、适切性、灵活性和有效性。虽然该方法很容易观察到教师教学干预的变化，但评价者却很难判断这种调整是否真正符合学生的个性需求。其次，师生的个人反思报告也是一种可行的分析途径，但教学决策的数据应用和分析过程易受教学评价背景的影响，从而产生社会期望效应（Gitomer et al.，2013）。因此，有必要对差异化教学进行更有针对性的实证研究，同时还需进一步扩充差异化教学的评价框架。除了上述提及的对学生学习效果有较大影响的常规监测途径之外，还需关注一些教学新指标，如是否真正促进了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促使其形成自主学习意识等。总体而言，通过构建将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举措与学生实际学习效果相联动的评估机制，我们可以获得更多有关数据驱动的差异化教学对学生成绩以及更广泛学习成果总体影响的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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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Driven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Crux, Logic and Mechanism
ZHANG Xuebo, LIN Shubing

Abstract: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spect leame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promote
personalized teaching. The traditional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form is mainly driven by teaching conventions, habits and
experience. ts effect and influence have always remained in the preset hypothetical space, lacking the support from
practice.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paradigm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deal paradigm in the field of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because it meets the teaching concepts of goal guidance, feedback adjustment and continuous intervention.
However, due to the lack of teachers”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skills, the shackles of old experience and the values of
pursuing faimess or efficiency, the current data—driven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still has some problems,
such as mistakenly equating ability grouping with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easily falling into the rut of “formal difference”
and “automatic difference”. Tn order to ensure the effect of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data—driven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logic from experience and intuition to standardization and o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data screening, standard preset, value judgment and rule-making, and try to eliminate the influence of
teachers” subjective bias. 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long—term mechanism to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datadriven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decision-making by improving the cultivation mechanism, building a support system, promoting
the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faimess and efficiency, and strengthening effect evalua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stability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differentiated teaching.

Keywords: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Personalized Teaching; Teaching
Decision; Ability Grou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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